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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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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2004—2013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广义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在环境规制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区间。研究发现：自主研发行为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一期的技术引进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存在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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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during 2003-2013 and adopting the dynamic models by GMM，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ses threshold panel data model to verify the interval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onstrai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dependent research is helpful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ffects of the first-lagged technology impor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positive. The paper also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hreshold. I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opped below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i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d far higher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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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9-201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4%，经济增长的持续时间和速度都令其他国家惊叹。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去那种依赖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资源依赖型”增长方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使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必须探寻能够有效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新模式，从粗放式的规模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的效率增长。而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实现集约式效率增长的有效工具，也是协调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调整产业结构，既可以提高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促进技术进步、扶持新兴产业，也可以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鼓励清洁技术研发、更新清洁生产设备，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1]。  因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基础和技术途径。技术进步通过对需求结构的刺激和供给结构的改变，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从需求的角度看，技术进步使生产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从而满足了整个社会需求；从供给的角度看，技术进步改变了各要素的分配，使各产业产出发生变化，进而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 [2] 
而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性规制，环境规制一方面通过施加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增加企业的内部成本，迫使企业调整其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制激发企业不断技术创新、设置产业准入等方式，改变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因而，环境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作用于相关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3]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稳增长”的现实需要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急需产业结构朝效率化、生态化的方向进行调整。由于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呈反向矛盾状态，单纯依靠政府环境规制很难达到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的目的。因此，将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制二者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力量整合，研究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是十分有必要的。鉴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3年我国的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和机制，并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产业调整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在两者的关系上仍未达成共识。部分学者“遵循成本说”，认为由于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企业需要额外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于治理污染，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负担。Jaffe 和Palmer（1997）认为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因而使得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4]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使用1996-2004年我国24个制造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效应、要素禀赋效应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竞争升级的结论。[5]部分学者提出了“创新补偿说”，认为虽然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但企业会通过技术创新来消化这种增加的生产成本，达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双赢”的格局。

Poter（1995）认为，从长远看环境规制政策会激发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达到减少因环境规制政策所增加的企业成本的目的，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 [6]李强（2013）依据Baumol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7]龚海林（2013）采用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不同的路径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绩效。
部分学者遵循“不确定学说”，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总体影响效果是不确定的。Alpay，Buccola和Kerkvliet（2002）通过对比美国和墨西哥两国1991—1997年经济数据得出，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具有负向阻碍作用。[8]张成（2011）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年—2007年全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进步在不同区域内效果不尽相同。 [9]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Hoffmann，W.（1931）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并且通过对消费品和资本品工业的比较，认为技术差异是造成产出不同的原因。[10] Raymond Vernon（l966) 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原因在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熟。[11]筱原三代平(1957)对日本产业结构的规划基准进行了论证，认为技术变动会改善产业结构。[12]丛林（2000）认为要解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需要加快推荐自主研发进程。 [13]李 健、徐海成（2011）运用VAR模型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得出了技术进步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根本途径的结论。[14]吴永林(2012)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北京1998—2008年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率进行测算，认为技术进步会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多数研究侧重于单独分析技术进步或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利用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和机制，从而更加客观合理的分析彼此之间的关系。 
三、理论机制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紧密。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整个社会需求和人的需求层次也会发生改变，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会推进企业淘汰落后的产业部门、改造原有的产业部门的进程，同时也会推进企业建立新兴的产业部门的进程。这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供给结构，从而导致了供给结构的变化。
从需求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会刺激需求的增加和扩大，使社会需求结构和人的需求层次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推动着技术进步的产生，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第一，技术进步能够改变生产出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满足社会的需求，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第二，一定时期内的资源配置情况决定了该时期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可以减低资源消耗强度，增加可替代资源选择范围，改变各种资源在产业中的流动和配置，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第三，技术进步加快了产品升级换代，使人们产生新的需求，改变市场需求结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变化。[16]
从供给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不同产业出现的技术进步，也会影响其自身实际的生产过程。[17]第一，技术进步会加快改造原有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进程，促进新兴产业出现，并最终改变产业供给状况。第二，技术进步通过影响要素生产率，使要素发生转移与再配置，促使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高级化。第三，技术进步能够加快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发生转移，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作为一项针对经济活动制定的强制性政策，环境规制实质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而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产业绩效，进而影响产业结构。[18]第一，激发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强，企业成本会显著增加。因而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创新的方式来弥补其外部成本，推动企业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第二，设置产业壁垒，限制受规制产业发展。实施环境规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设置产业壁垒的方式，从污染源控制新企业的加入，限制并阻碍受规制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第三，改变地区产业贸易开放程度，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会加大本国受限制的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进口；相反，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国家也会出口污染密集型商品。由于受到环境规制水平不同，会影响国家对外贸易的产品种类，从而使得该国产业结构也发生改变。[19]
四、计量模型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

为研究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把环境规制指标和技术进步指标同时纳入计量方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技术进步指标细分为自主研发指标和技术引进两个指标进行度量。
除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其他诸多因素。本文选取金融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外商直接投资等三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模型均采取双对数的形式，缓解和消除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以及方程的异方差性。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ISit=α0+α1LnERit+α2LnRDt+α3LnTIit+α4LnEDUit+α5LnFDIit +α6LnTMit+μi+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IS为产业结构调整指数，ER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RD为自主研发指标，TI为技术引进指标，EDU为受教育程度指标，FDI为外商直接投资指标，TM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下标i代表地区，t为时间，μi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反映了一些无法观察的地区差异性变量的影响，εit是随机扰动项。
为了避免异方差，对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
	IS
	4.46394
	0.0447178
	4.154212
	4.590505

	环境规制
	ER
	4.599227
	0.6222685
	3.300077
	6.350027

	自主研发
	RD
	1.2896
	0.2128028
	0.6606
	1.9156

	技术引进
	TI
	9.907969
	0.8597732
	7.482164
	13.23531

	受教育程度
	EDU
	0.3847896
	0.2021094
	-0.2714234
	0.8369801

	外商直接投资
	FDI
	0.0258255
	0.0079245
	-0.0003658
	0.0615195

	金融发展水平
	TM
	3.566874
	0.5502905
	2.344631
	4.615987


为避免数据多重共线性，对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变量线管系数矩阵见表2。从表2看，各变量的相关程度不高。为了数据更加准确，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发现，结果均小于10，认定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IS
	ER
	RD
	TI
	EDU
	FDI
	TM

	IS
	1.000
	
	
	
	
	
	

	ER
	0.5195   
	1.0000
	
	
	
	
	

	RD
	0.5167      
	0.6282
	1.0000
	
	
	
	

	TI
	0.5785         
	0.3742
	0.5607
	1.0000
	
	
	

	EDU
	0.5164           
	0.6791
	0.6091
	0.5454
	1.0000
	
	

	FDI
	0.2649            
	0.3477
	0.5341
	0.1561
	0.4794
	1.0000
	

	TM
	0.4724                
	0.1778
	0.5141
	0.7737
	0.3187
	0.1748
	1.0000


考虑到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另外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当期的结果可能会受到上一期结果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具有滞后效应。我们引入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选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GMM）来解决这一问题。
GMM估计包括一步(One-Step)和两步(Two-Step)的GMM。两步估计的权重矩阵依赖于估计参数且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效率改善且估计量不可靠，一步估计量尽管效率有所下降但它是一致的，因而在经验应用中人们通常使用一步GMM估计。[20]此外，系统GMM估计法可以利用内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不需要寻求其他的工具变量[21]。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LnISit=β0+β1LnISit-1+β2LnERit+β3LnRDt+β4LnTIit+β5LnEDUit+β6LnFDIit +β7LnTMit+
μi+εit                                                             （2）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因西藏数据不全，未包括）。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为了提高估计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本文利用GDP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所有货币量进行价格平减以调整为可比价格，并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消除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
相关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界定主要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
2.环境规制强度。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在测量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对环境规制的界定主要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费用占GDP的比重表示。
3.自主研发。学术界通常用技术创新的经费支出来代表自主研发规模。本文采用各省份R&D支出经费占省份实际GDP的比重作为自主研发的代理变量。
4.技术引进。通过技术引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用较低的成本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本文采用各省份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支出进行测算。

5.受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进而为产业结构调整储备更多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快慢取决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一般来讲，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效率也会更高。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人力资本能够通过知识外溢诱发技术创新，促进和加快技术引进和吸收进程。因此，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地区总人口数的比值衡量。
6.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资本输出和技术流动影响产业结构。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输出，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资金，缓解产业结构升级过程资本“不足”的压力，同时也产生了资本的带动效应，加快了高质量资本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促使技术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外资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提高本国技术进步，但外资的大量流入也会减弱行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本文用年均汇率折算得到各省份实际FDI占当地实际GDP的比重来衡量。
7.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对资金供给的影响，影响着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储蓄、投资的影响，使得资金的流量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着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并最终影响产业结构。作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可以用金融中介的发展规模来进行衡量。本文选取银行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3  全国样本数据的GMM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值
	P值
	95%置性区间

	IS(-1)
	1.0064
	0.0059
	169.80
	0.000
	0.9947
	1.0179

	ER
	0.0079
	0..0069
	1.14
	0.254
	0.0056
	0.0062

	ER(-1)
	0.0141
	0.0069
	2.02
	0.042
	0.0005
	0.0214

	RD
	0.0189
	0.0054
	3.50
	0.000
	0.0083
	0.0295

	TI
	-0.0013
	0.0025
	-0.52
	0.604
	-0.0062
	0.0036

	TI(-1)
	0.0043
	0.0026
	1.66
	0.098
	-0.0008
	0.0093

	EDU
	0.0338
	0.0149
	2.27
	0.023
	0.0047
	0.0630

	FDI
	1.32771
	0.3689
	3.60
	0.000
	0.6048
	2.0507

	TM
	0.00462
	0.00365
	1.27
	0.025
	-0.0025
	0.0118


通过对全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果（见表3）。一期滞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变量与当期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连续性，当期产业结构调整会受到前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当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有影响效果不显著。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提高1.41%，产业结构调整提高1%。开展自主研发活动积极的地区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更大，自主研发行为显著加快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自主研发强度提高1.89%，产业结构调整进度提高1%。当期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负向关系，但滞后一期的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引进的国外技术经过一定时期的国内消化和吸收后，会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了地区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会显著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推进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说明金融发展水品越高，对产业结构促进作用的影响更大。

五、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

由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单线性相关，而是呈现非线性特征，因此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无论是程度上还是方向上都可能存在一个或者几个点，我们将这几个点称之为门槛，并找出相应的门槛值，可以为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一）门限回归模型

当前关于“门槛效应”的检验，学术界主要有交叉项检验、分组法检验和门限模型检验三种，但交叉项检验和分组法检验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22]交叉项检验对于非单调的影响无法估计，分组法检验面临着难以确定分组标准的问题。[23]而门限模型检验方法能对内生的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还能计算具体的门槛值。本文借鉴hansen门槛回归模型，[24]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将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纳入选定的门槛变量，建立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段函数，并对门槛的个数和和数值进行估计，建立以下两个非线性面板回归模型： 

LnISit=c+α1LnRDit•••••I((ER)it ≤Th1)+ α2LnRDit•••••I（Th1＜((ER)it≤Th2）+•••• •• •+α3LnRDit•••••I((ER)it＞Thn） +β1LnTIit+β2LnEDUit+β3LnFDIit +β4LnTMitμi+εit                                                         （3）
LnISit=c+α1LnTIit•••••I((ER)it ≤Th1)+ α2LnTIit•••••I（Th1＜((ER)it≤Th2）+•••• •• •+α3LnTIit•••••I((ER)it＞Thn） +β1LnRDit+β2LnEDUit+β3LnFDIit +β4LnTMitμi+εit                                                         （4）
其中Th1，Th2，•••• •• •，Thn为待估算的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
（二）检验结果

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依次估计了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同时利用Bootstrap方法反复抽样300次检验门槛。结果显示：

1、环境规制单一及双重门限检验效果均显著，且分别通过了1%、1%显著性检验。三重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数
	门槛值
	F值
	P值
	BS
次数
	临界值
	95%置信

区间

	
	
	
	
	
	
	1%
	5%
	10%
	

	自主

研发
	单一门槛
	4.393
	65.692***
	0.001
	300
	41.480
	25.975
	15.756
	4.254
4.420

	
	双重门槛
	2.981

4.393
	18.904***
	0.003
	300
	16.297
	7.902
	5.685
	2.981
4.420

	
	三重门槛
	5.231
	6.671
	0.227
	300
	15.448
	10.113
	8.165
	4.127
7.444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由门槛变量的选取可知，门槛值越大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弱，因此门槛回归的三个区间分别表示规制越来越弱。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政府环境制强度最低时，自主研发不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自主研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激励效应逐渐显现。在第二个区间，自主研发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激励弹性为0.003。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后，激励弹性增至0.001，自主研发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2、环境规制单一及双重门限检验效果均显著，且分别通过了1%、1%显著性检验。三重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数
	门槛值
	F值
	P值
	BS
次数
	临界值
	95%置信

区间

	
	
	
	
	
	
	1%
	5%
	10%
	

	技术

引进
	单一门槛
	2.981
	17.881***
	0.010
	300
	18.084
	9.857
	6.3386
	2.981
3.054

	
	双重门槛
	2.981

4.420
	18.240***
	0.030
	300
	15.768
	7.245
	5.308
	2.981
4.778

	
	三重门槛
	5.109
	8.068
	0.207
	300
	7.167
	5.284
	4.050
	3.182
5.837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由门槛变量的选取可知，门槛值越大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弱，因此门槛回归的三个区间分别表示规制强度越来越弱。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环境制强度最低时，技术引进不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激励效应逐渐显现。在第二个区间，自主研发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激励弹性为0.030。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后，激励弹性增至0.010，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门槛回归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刺激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而存在一个突变点或临界点，或是说环境规制约素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刺激具有阈值效应。在阈值以下，技术进去对产业结构的激励作用不明显，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临界水平后，激励程度明显增加，这个阈值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范围或一个区间。[25]
六、结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我国的30个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通动态GMM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重点分析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这两大重要影响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对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一）在应对政府环境规制变化的反应及消化、吸收技术进步过程中，企业的行动时滞、决策时滞，使得当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前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二）当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有影响，但效果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当期企业主要变现为被动地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压力，支付环境规制的费用挤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费用，从而不利于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滞后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激励作用逐渐显现并成为主导作用，且在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
（3）自主研发可以显著推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当期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负向关系，但滞后一期的技术引进对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引进的国外技术经过一定时期的国内消化和吸收后，会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4）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而在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将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应结合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特点，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强度，选择最优的规制工具，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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